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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

吴翔宇

摘 要  在百年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具有同源、同质与同向性。

两者同属新文学所开创的“人学”系统，因而具备先天性的一体化关联。中国儿童文学的发

展受到现当代文学的话语支持和方法引领，但并未丧失主体性。两者的一体化扩充了百年

新文学的深层结构，彰显了其现代化与民族性的精神品格。对概念及关系的认定是进行一

体化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历史化的动态语境中厘清两种文学互通的关节与资源，界分与融

通是实现其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步骤。要修正一体化的缺失和弊端，有必要强化各自的主体

性意识，补全一体化与主体性的学理逻辑，从而发挥其系统的生产功能，为百年中国文学的

整体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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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学科化的进程，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化”被重新提上日程。学界不再满足基于时间演进而

增添儿童文学史的内容，追踪式的添加显然无法穷尽其开放性内涵。在搁置了这种历史化的批评后，学

人开始反思和切近儿童文学这一元概念，围绕这一概念本体的持续发问及审思，促发了研究观念及范式

的创新。这其中，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是此领域新的研究思路，由此引发的学科观念的

讨论不止于儿童文学一域，对现当代文学的未来发展也意义重大。率先在学界提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

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学者是朱自强。他从现代化的视角提出了两者打通的设想［1］（P154-155）。从儿童的

发现归并于人的文学体系出发，王黎君力图用儿童的视角来探询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有机统一［2］

（P3）。绕开儿童的视角与儿童文学的视角的缠绕后，谈凤霞发掘了童年书写共构两者的本体意义［3］

（P5）。应该说，一体化的提出及实践，有效地遏制了儿童文学自我本质主义的倾向，构筑了在新文学内

部对话的通道，从而强化了两者的现代质地及品格。一体化研究对于克服学科本位主义的偏误意义重

大，表征了两种文学在百年新文学内部寻求自主及互动的创新意识。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重审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关系呢？上述学人的研究尽管拉

近了两者之间的距离，并试图找寻勾连两者的关节点，但依然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尤其是对于两种

文学一体化的根由、机制、契合点、过程等方面缺乏系统的考察，并未将理论设想与具体的实践结合起

来，从而存在着“中间地带”的盲区［4］。基于此，重审的路径在于突破粗放的关系描述以及时空层面上的

简单贴合，返归概念原点及历史化的生成语境，深入两种文学联结的组织、肌理中去探询其一体化的理

据。同时，在统摄两者一体化时并不离弃各自的主体性，有效建构起一体化与主体性的辩证融通机制，

从而为推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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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体化的原点：元概念的界分及关系接榫

一体化是整体性的一体化，体现为在关系网络中追索整体性的研究理路。要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与

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议题，就要整体性地研究两者的关系。究其实，先要界分两个核心概念：儿童文学

和现当代文学。更确切地说，两者的一体化夯实于各自清晰的概念特性的基石上。辨析一组概念，异与

同都不容偏废。仅有异或同的比照却无法形成张力，更遑论一体化了。类似于分科立学的理路，两种文

学类型各自概念的独特性构筑了边界，从而规避了用一个概念覆盖或取代另一个概念的褊狭。换言之，

中国儿童文学之所以能与现当代文学存在一体化关联，其理论前提在于两者的类同性及差异性。没有

类同性就没有对话、贯通的可能。两者的类同性体现在百年新文学体系中的同源、同质与同向性。没有

差异性的类同往往容易丧失各自的自主性，进而销蚀这种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从学理的层面看，界分是确立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方法。想要探析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

体化，先要弄清楚两者在整个新文学系统中的身份，从而在厘清概念的前提下展开一体化的关系学研

究。从表面看，儿童文学元概念的独异性体现在儿童这一观照对象和阅读主体上。相对于成人，儿童是

人的初始阶段，也是成人曾经历但始终无法返归的生命状态。因而，“儿童”是探究儿童文学的原点。围

绕着“儿童是什么”“谁的儿童”“哪个儿童”所展开的讨论，都对儿童文学概念的界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儿童”首先应该是具有独立主体的人，具有儿童之为儿童的属性。否则，

就无法标识其为“儿童”，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汇替代。既然儿童是独立且独特的生命体，那么书写或

表现儿童的文学也应该是独特的。由儿童的独特性推衍出儿童文学的学科属性是符合逻辑的。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儿童文学概念中还内含着另一个关键词“文学”。这样一来，儿童性与文学性

的关系也成为需要辨析的理论议题。按照一般的理解，儿童文学中文学不是无边的、泛化的，它受控于

儿童这一思想或价值主体。为了表现和服务儿童，文学的思想和语言都要服膺于儿童的独特性。不可

避免的是，文学的自主性也因这一描述性逻辑而隐藏着危机。在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文学性

的表达需要思想的牵引，作为思想资源的儿童性也借此获得了合法性的条件。无论是“写儿童”还是“为

儿童”的文学，都因儿童性的过剩挤压了文学性，而衍生出思想性与文学性的紧张关系。抛开儿童性与

文学性谁先谁后的问题，单就儿童文学概念的整体性看，如何理顺“儿童的”与“文学的”内外两面的语法

关系，关乎儿童文学创作、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儿童文学是文学的子类，自然不能脱逸文学普遍性的

要求和规范。纵使儿童性或思想性异常强势，但也不能忽略文学本身的自主性及反抗性。这种反抗性

的动力源恰恰来自思想意识形态的挤压，它保障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不会离场。确立了儿童文学的文

学性后，探究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就顺理成章了，两者关系的讨论是在文学的层面展开

的，落脚于文学门类的关系比较。

不可讳言，学科化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必要环节，要确认学科的合法化首先应界定概念的内涵与外

延。为了给儿童文学寻找科学的理据，有研究者立足于人类文学大系统的结构，从消费者的角度析离出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分类结构。这种界分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从生产与消费的链条中确实能窥见两

者的差异性。但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界分仍有问题。毕竟儿童文学的消费者不限于儿童，而成人文学的

接受者中也可能有儿童读者。要界分概念还是要返归儿童文学发生的历史语境，从儿童文学的内在结

构肌理来廓清概念。由于儿童文学缺乏古代的传统，其发生具有鲜明的寄生性，先驱者力图将儿童文学

从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门类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实质上就是一种界分，是儿童文学学科化的重要步

骤。在讨论学科界分与跨学科的关系时，朱自强以周作人的实践为例指出，“如果在一开始就不对儿童

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恐怕不可能指向科学、正确的儿童文学‘学科界分’”［5］。在他看来，学科界分与

跨学科之间不是一先一后的逻辑关系，跨学科意识一开始就存在于学科界分之中。但从其前述观点看，

他遵循的仍是一先一后的逻辑关系，只不过他将两者先后的顺序颠倒过来。简言之，从跨学科到学科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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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一种先融合再分立的理路，而从学科界分到跨学科则是一种先分离再融合的路向。两者的先后关

系因人因时而变，并不恒定。不论何者为先，只要有利于儿童文学概念的澄清及学科自主，就都具有合

理性。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可以化用上述学科化的界分方法。从学科归属看，在很长的

时间里，儿童文学是归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这种划分实际上将前者视为后者的附属形态。既然

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探讨两者一体化的关系似乎就没有必要了。对此，贝塔兰菲论定整体与部分关系

的看法可说明这一问题：“复合体的特征与元素特征相比是‘新的’或‘突然发生的’。”［6］（P46）之所以是

新的或突然发生的，其中内隐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意涵。如果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那么儿童文

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关联就缺乏必要性，只需要在整体的谱系中归类、定位即可。事实上，现当代文

学并不等同于儿童文学与非儿童文学之和。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有同源性，但并不是整体与局部的

关系。更进一步说，儿童文学既不是现当代文学的副本，也不是现当代文学的缩小版，而是具有本体性

价值的文学门类。具体而论，这种本体性体现在思想和语言两个层面上。从思想本体上考察，儿童文学

并不排拒百年中国的重大现实议题，尤其是在新文学的整体推进下，当儿童文学成为“儿童问题”之一［7］

（P418），并上升为“中国问题”时，它就被纳入现代人学系统之中，与现当代文学一道并行不悖地推动“为

人生”的现代工程。在该过程中，两者的思想资源、运思方式、话语表达和艺术技法同中有异。从语言本

体上看，儿童文学并非现当代文学的简化、浅化，以浅易表现深刻恰是儿童文学语言的特质。与现当代

文学语言相比，儿童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体现在“谁来言说”与“如何言说”的关键点上。尽管都使用现代

汉语作为语言工具，但两者的语言风格、语体形态都存在着差异。

一旦以特殊性来标示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界分，两者的一体化联结就具有了尊重主体的理论

自觉。没有差异的融合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主与从、整体与部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隐含了决定论或

一元论的属性定义，容易斩断一体化的基础，无法实现真正的对话融合。当然，如果将儿童文学与现当

代文学视为两个无法切近的概念，那么想要实现一体化也只是徒劳。在当前的学术界，可能不再有人将

两者绝对化地割裂，但儿童本位观所制造的儿童文学本位主义仍值得警惕。那种固化儿童文学的做法

不仅阻滞了一体化协同，而且也销蚀了儿童文学的本体特性。从本义和性质看，中国儿童文学是一种现

代的文学，也是一种民族性的文学，它与现当代文学同构了“文化共同体的新伦理”［8］。中国古代没有自

觉的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实质上是“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另一称谓。于是，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

既然古代没有自觉形态，儿童文学何以在“五四”时期横空出世？这一问题看似只关涉古已有之还是现

代生成的论争，实质上却与儿童文学的性质及与现当代文学关系接榫的议题更为相关。

与西方儿童文学无异，中国儿童文学也是一个现代概念，其发生源自儿童这一现代概念的绽出。儿

童的发现是一个现代装置，它驱散了以往儿童主体性被抽空的阴霾，儿童重新回到儿童本有的位置。基

于知识观及现代文学制度的重建，儿童也成为一种现代知识，纳入了现代中国人文学想象的意识之中。

从这种意义上说，有关儿童的知识论和“人的发现”一样，都是现代的产物，凸显了“儿童”观念之于儿童

文学的特殊意义［9］。然而，“儿童”又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立于不同的语境、出于不同的主观意图都会

使其语义诡谲多变。儿童到底是“发现”还是“发明”出来的？儿童是从方法论还是价值论的角度来判定

的？儿童的产生到底是建构的还是本质的？儿童又是如何变成了历史的主题？这些关涉儿童概念的疑

问最终都指向了“儿童文学”概念的本体，进而制导了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困境。

吊诡的是，这种儿童观念并不存在儿童那里，而是专属于成人。换言之，儿童观是成人的儿童观，它

关乎儿童本体，但又脱逸于儿童自身的思想。由于儿童的缄默，成人的儿童观就无法单纯地指向儿童，

加之儿童文学不是儿童自己创作的文学，儿童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不可避免地铭刻着成人的鲜明印记。

于是，在成人思想的容器里，儿童只能沦为“一个空泛的概念，有效地沉默”［10］（P47）。但是，成人的话语

权利也是有限度的，完全无视儿童必然会抽空成人本有的话语优势，两代人关于童年的对话才是保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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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文学存在的基础。因而，不管成人话语如何强势，儿童文学都不会彻底掐灭儿童的声音。这种结构生

成了“真实的儿童既不会被‘发明’，也不会‘消逝’”的结果［11］。事实上，儿童这种“在却非在”的缺失也隐

含了“不在却在”的张力。成人作家与儿童读者的分立体现了儿童文学概念的特殊性，也因此保留了两

代人话语交互与转换的可能性。可以说，儿童文学的这种特殊性自成一体，在被现当代文学吸附的同时

又拉开了距离。现当代文学是一种现代性的成人文学，其结构内部没有预留两代人对话的空间，作家与

读者的界分也比较模糊宽泛。正是基于两个概念的差异性，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讨论才得以

开展，类同与界分的一体化实践才能落到实处。

二、一体化的方法：在历史化中的关联与互动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均源自“人的发现”，它们是现代的产物，都属于新文学的组成部

分。这种同源、同质、同向的关系保障了两者一体化研究的可能性。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

的家族相似观念看似讨论的是语言游戏的问题，但所内蕴的类同哲学可为一体化研究提供启示。所谓

家族相似，是指同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的特征。从与中国古代文学界分的角度看，中

国现当代文学属于新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颇为类似的是，中国儿童文学没有古代的形态，其发生有

赖于现代儿童观的出场及现代文学的引领。同属于新文学范畴，两者具备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亲缘关

系［12］（P58）。借由这种彼此交叠的相似性构成了复杂的嵌入结构。当然，维氏“家族相似”的牵引力不止

于传统内，而延展于有着内在相关性的传统之间。落实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联上，一体化

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其出发点是要超越静止、孤立、片面地讨论某一个文类的问题，在关系网络中融通

学科间的相似性，进而彰显学科的自主性。

然而，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论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工具，“对它的使用每一次都是当下的”［13］。这非

常类似于詹姆逊的“永远的历史化”，在还原意识形态话语时，詹姆逊特别注重“现在”及“或然”，目的在

于冲击历史绝对化与本质化阐释的武断［14］（P2-3）。要找寻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家族相似，有

必要在历史化的链条中考察两者的关系。两者的一体化依循共在的历史语境，在各自历史化的进程中

观照两者的一体化是客观公允的方法。要在历史化的进程中把握两者的关系，必须先分而治之再统合

融通。即先要分门别类地梳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各自发展的历史，寻绎两者析离与融合的关

节点及行进曲线，审思两者迎拒、亲疏关系背后的复杂缘由。这一繁复的探索实非易事，每一个步骤都

要需要具备统合“隔”与“通”的意识。“通”主要是在传统内来考察两者的亲缘性，而“隔”则是基于情境变

迁而体现出的两者各自的特殊性。隔与通的先后秩序并不恒定，随特定的历史语境而变。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过程具有同构性，现代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共构了两种文学

的历史化背景。“百年中国”背景的同一性为两者的一体化创设了条件。在这一共同语境的制导下，中国

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能整合于一体。立足于时代的同一性，两者一体化的关系结构得以搭

建起来。在各自发展的进程中，现代性的同一质素贯穿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这其中，现当代文学主

要表现为百年新文学体系中成人文学形态，当然并不排除一些介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中间形态。儿童

文学则是这一体系的儿童文学形态，它以其独特“儿童”现代知识创构及在此基础上的“新人想象”，而被

纳入了新文学的整体格局。通过新文学传统的再造，现当代文学重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和语言形式，

有效地传达了“为人生”的时代主题。相较于儿童文学，现当代文学批评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为紧密，其

价值功用表现为，“文学不再是被动地因循社会变化而变化，而是走到了生活的前面，引领和推动社会进

步”［15］。在发生期，儿童文学的先锋性是非常鲜明的，尤其是在关注“儿童”及“文学”方面表现出一种有

别于传统的现代品格。与妇女和社会底层民众相比，儿童是最具“新人性”的，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儿

童作为新人的身份认同都更容易在新旧转型的框架内找到理据。这种便利即杜传坤所说：“儿童文学本

身即为现代性中‘儿童’的一种生产与建构方式。”［16］言外之意，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儿童文学不依靠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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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就能直观地表征其特有的新质。这不仅赋予了儿童文学育化新人的价值旨趣，而且在新文学所开

创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传统中与现当代文学合为一体。“作为成人的新人”与“作为儿童的新人”的归并

统合，拓展了百年中国文学“新人想象”的长度、宽度与高度。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儿童文学尽管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传达儿童话语时依然受限于其结构性

的缺陷：儿童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图，要借助成人作家间接来表达。成人传达儿童话语的好处在于能

克服同代人表达的局限，两代人话语转换所延拓的视域远大于同代人的自我言说。值得一提的是，在新

文学的话语谱系中，现代作家兼治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两种文学在他们那里是难以区隔的，很多的时

候是互相借力的。譬如，在批判旧文化、旧思想、旧传统时，文学革命者看中了儿童文学先天的革命性，

从而将其视为推手来驱动思想启蒙。同时，新文学杂志开设儿童文学专栏，为儿童文学发生鼓与呼。两

者的双向发力，极大地促进了文学革命的一体化进程。在革命、启蒙与战争等语境下，两种文学的联手

与合作非常密切，其对于现实人生的审思及中国新文化创造的共同性异常明显。即使是在“后革命”语

境下，可能存在着两者不同步的现象，但其联动也没有停歇。割裂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性是没

有科学依据的。那么，随着专业专职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这种一体化结构就会解散呢？

答案是否定的。儿童文学从来都不是“真空的文学”，尽管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吸引了广大的儿童读者，

但这类中国幻想儿童文学从未割裂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儿童文学的幻想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其与现实

的关联始终存在。在时代同一性与文化共通性的召唤下，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就此生成。

这种现实的吸附力凸显了儿童文学的中国性，这是中国文学在融入世界文学过程中自生的一种民族性

的机制，也是抵御异域文化冲击、侵蚀的内源性力量。

与现代性粘连、演化的民族性，也是考察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重要概念。从语言到

思想、价值，中国现当代文学都迥异于古代文学，两者的发生都有赖于西方现代思想的传入。当然，这种

新文学的现代性不是西方现代思想的横向移植，也不是对中国陈旧思想的简易改良，而是先驱者站立于

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双重视点上的全新创造。对于“冲击—反应”的现代性模式，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社

会里外来文化的影响无非是丰富了文化的词汇，但到了近代就可能直接改变中国的文化传统［17］（P8-9）。

应该说，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域外思想的借鉴是保持着戒备和警惕心理的，民族性标尺的确立使其无法完

全改变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这里，列文森的聚焦点主要停留在西方冲击的源头上，但对于中国的回应关

注不够。到了柯文那里才将关注点从外部拉近至中国历史的内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列举了费

正清、列文森师生轻视“内部因素作出的回应”所衍生的误解［18］（P2-3）。只有将研究视角从外部转向内

部，中国文学的传统及民族性的审思才能更为深刻。面对外部力量的冲击，变革的热望也更强烈，而越

是急切想变革，越要倚靠民族性来锚定变革方向、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学的传统是一个动态的

整体性的形态，思想传统的新旧变革、语言形式的现代转换是这种整体性历史的具体展开。搁置古代形

态或者掐断民族性的源头，都无法完整绘制中国文学传统的图景。与现当代文学无异，中国儿童文学发

生发展的动力源自内外两种资源。就内源性因素来说，中国古代尽管没有成熟且自觉的儿童文学，但其

丰富的民间文学和口头文学都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提供了条件。“五四”儿童文学的横空出世看似

是现代思想的召唤，但如果没有传统资源的改造转换，中国儿童文学的面貌也不可能呈现出兼具民族性

与现代化的复合样态。译介域外文化、转换传统资源来驱动本土文学的创生，是现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

现代化的共有经验。所不同的是，两种文学的资源取径、转换方式有较大的差异。

在考察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时，也有这样一种异声：儿童文学是一种保守的文学。诺德曼就曾指出：

“作为一种典范文学，儿童文学具有固有的保守性”［19］（P243）。对于儿童文学保守性的界定，诺德曼是从

整体性、历史化的角度出发考察的。在儿童文学诞生之初，儿童文学就以一种反向的方式审思资本主义

制度而出现在儿童读者面前，儿童文学文本中对“自然”“童心”的颂扬都隐含了对现代文明、理性主义的

反思。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一方面是“儿童”的发现、发明，另一方面亦有对这种现代知识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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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儿童文学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复杂的面影：一方面指向未来，另一方面又返归过去。时间层面的前

后矛盾确是儿童文学的独特性所在，但这种看似紧张的关系不会撕裂文本的张力结构。除此之外，儿童

读者的接受水平也是需要特别考虑的。当然，考虑儿童读者的接受水平并不能以放逐儿童文学的思想

性为代价。或者说，保守的思想也不一定容易为儿童所接受。儿童文学不仅拥有多维的思想，而且还要

传达这些思想给儿童。因而，往后看的叙述方式和风格并不是儿童文学思想性不足的表征。相反，儿童

文学的发生发展依赖于现代思想的高扬。没有儿童与成人的差异，就难有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分野。

而制造儿童与成人差异的现代装置是儿童本位观。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划定了界限鲜明的位与势，儿童

本位观的出场有助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界分，但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新质与儿童本位观之间并不决

然对立，不能武断地认为儿童本位观划定了两者无法逾越的界限，进而阻碍其一体化的融通。

除了基于共有的历史化语境外，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联结还需从作家的文学实践

中找寻。透过现代作家身份的多歧性能发掘其游走于两种文学之间的心路历程，从而开辟出交织着社

会生活史与精神生活史的复合性路向。在专业儿童文学作家出现前，现代作家的身份是游离且多栖的，

作家、批评家、学者、读者混杂于一体。由此产生了“作为作家的读者”“作为读者的作家”“作为学者的批

评家”“作为作家的学者”等身份杂糅群体。不妨说，无法割裂多重身份也就意味着无法切断两种文学的

联系。更为复杂的是，很多现代作家是兼治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张天

翼、冰心等人的著述中流露出的“两套笔墨”，就是这种身份杂糅的显征。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一现象，可

再列举两例不太引人注意的学案予以说明。柯灵的文学道路是从儿童文学起步的，据回忆，他15岁就积

极向《儿童世界》和《少年杂志》投稿，处女作是儿童诗《月亮姑娘》和童话集《粉蝶儿的故事》［20］。学界对

此关注不多，对于柯灵试水儿童文学也缺乏深入了解，如不是其“自述”，恐怕学界很难将其与儿童文学

联系起来。柯灵童话集《粉蝶儿的故事》中《嫦娥和后羿》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但没有停留在白话文的

转述层面，而是将故事植入现代中国的情境，并注入时代精神，从而激活了传统资源。许地山主要从事

成人文学创作，但他也曾创作童话，其童话《桃金娘》取材于中国古代福建孤女金娘的民间故事，金娘为

村民造福的故事经其口语化的改编后，深受儿童的喜欢。许地山的童话延续了其问题小说的风格，“处

处又隐着许多问题”［21］，启发儿童思考。此外，他还在译介孟加拉国民间故事时发现了“野乘”这一故事

类型，并根据特质推断其向寓言转换的趋势。凡此等等，如固化作家身份，不能全面考察作家出入于“两

套笔墨”间的心路历程，可能会遮蔽其思想的多样性，进而误读文本的意涵。

不言而喻，当现代作家带着这种多歧身份从事创作时，一体化的嵌入也由此生成。叶圣陶的《稻草

人》之所以被界定为小说童话，源于作家在文本中增添了儿童/成人的双重内涵。文体的杂糅折射了作

家多歧身份的犹疑、焦虑。叶圣陶“为儿童”与“为成人”的两套笔墨，使得《稻草人》显露出太真与太假的

两极震撼。其缘由在于叶圣陶对童话文体“失败”的认知，及其一贯的问题小说整体局限所致［22］。由此

看来，文体杂糅只是表象，无力整饬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才是实质。这种左支右绌的痛苦，叶

圣陶显然不是孤例。老舍所谓“脚踏两只船”的自喻可作如上观：“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

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我愿与小孩们一同玩耍，又忘不了我是大人。这就糟了。”［23］（P457）鲁

迅曾译介域外儿童文学作品，撰写了大量论析现代儿童观的杂文，但在界定自己的创作身份时，他却表

明“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24］（P44）。与鲁迅无异，茅盾对于儿童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他也说：

“我虽然写一些儿童文学的评论，但是从来没有写过儿童文学”［25］（P39）。在这里，鲁迅、茅盾的话不是简

单的自谦之语，而形象地阐明了其在学科纯化与泛化中的两难，他们无意贬抑儿童文学，但从侧面也表

明了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既明晰又模糊的界限。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成为国家文学的一种类型。儿童文学作家也走上了专业化的行列。然而，

新的文学体制却并未改变专业作家的上述困境。第一代、第二代儿童文学作家自不用多说，第三代、第

四代作家看似专治儿童文学，但他们也未摆脱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两歧困扰。从他们接受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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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学统来看，前辈作家给予他们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前辈作家影响的焦虑下成长起

来的。鲁兵就曾坦言亲炙前辈的上述苦闷与精神饥馑［26］（P266）。这样说来，布鲁姆“渴望置身他处”的

观念多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27］（P9）。在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下，儿童文学作家无法掐断现当代文

学这一近传统的脉息。这种潜在的他者存在并不是坏事，在看似不纯粹的文学观念中却增添了多元性

的参照，这对其儿童文学创作无疑是有裨益的。新世纪以后，张炜、毕飞宇、马原、阿来、徐则臣、赵丽宏

等一大批当代作家尝试跨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姑且不论这种跨界的结果怎样，

但必须承认，由于角色与意识、创作风格与艺术方式的差异，这种跨界实践必然衍生因“两套笔墨”牵扯

所带来的不适感，甚至酿成创作失范、创新受挫的后果。具体来说，作家的不适主要集中在准儿童文学

与准成人文学的地带［28］。如何调适跨界后的身份转变，处理知识结构的多元化与儿童文学的专业化是

一体化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历史化中审思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实质上是将两者的关系进行学术化、范畴化

和学科化。这种关系的历史化不是两种文学史的机械相加，而是在找准了两者对话“锚点”后的互动及

融通。这有效地遏制了胡乱的、强制性的联系所带来的混乱失序，从而在“历史化的关系”与“关系的历

史化”中回归新文学的本体。借用吴秀明叙述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观念来说，这是以一种“后见之明”对两

者关系的历史进行“再解读”［29］。既然是“再解读”，就不应满足于“接着说”，而要“重新说”。当一体化的

思想运作时，两种文学的内在结构、术语、范畴、属性也发生着或显或隐的变化。这其中，影响两者一体

化的因素是动态语境中的“儿童”与“成人”的结构关系及现当代文学制度，而两者一体化的实施又反作

用于作家的文学生产，深刻地介入了百年中国文学参与现代中国文化创造的伟大工程。

三、补全一体化与主体性的学理逻辑

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关联研究中，一体化既是出发点，也是方法。本议题的重心在于，两

者的一体化不是一个“要不要”的理论预设，而是一个“怎么做”的实践话题。一体化方法的启用开拓了

百年中国文学新的阐释空间，质的生成意义大于量的增补。新文学整体系统中两种文学的流动、碰撞、

关联、作用，凸显了百年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在不折损两者学科特性的前提下，助益其彰明

现代性质地和完整的文学面貌［30］。在这种方法的推动下，百年新文学的总体性特质因这种一体化的联

结而趋于明晰，更好地表述人类童年与成年的完整阶段，提升了“全人”的道德意识与审美能力。

然而，尽管一体化的意义重大，但它却不能等同于两种文学整体研究的终极诉求。一体化起到的联

结、统摄作用固然不容忽视，但其局限也依然存在。具体来说，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它无法替代和推演

两种文学各自的主体性。因而，在肯定一体化切近、联结的作用时还要补全两种文学各自的主体性。否

则一体化的结果有可能还是一种文学对另一种文学的收编，最终在张力离场的情境下中止了两者的一

体化。一体化如果是以取消两种文学的属性差异作为结果，那么这种一体化不仅有违其初衷，而且也将

一体化带入自我本质主义的泥潭。殊不知主体性是一体化的前提，缺失了主体性的文学如何能实践一

体化的运作？在很长的时间里，儿童文学被误读为“小儿科”，在走弱的趋势下逐渐走向自我封闭。这种

自我本质主义放逐了儿童文学的主体性，更进一步说也否弃了其与现当代文学互通关系中的主体性。

自我封闭的结果是关上了勾连现当代文学的大门，实际上也取消了一体化的联动。

基于此，在呼吁“走出自我封闭系统”的同时［31］，学界也开始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学科拓展，这都有助

于一体化的统摄及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伴随着这种观念的转向，中国儿童文学的入史问题也被提

上日程，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这里的入史，不是儿童文学独立成史，而是其如何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新世纪以来，学科观念的更新引发了诸多关乎学科化的讨论。关于华文文学、通俗文学、旧体诗词、

港澳台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入史问题也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在笔者看来，入史的标准是“同质性”。

这里的同质既有文学新旧性质的考量，也有民族身份认同的判定。儿童文学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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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质性的理据，但如何入史却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对此，有学者将儿童文学的内容对应楔入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的各个阶段，如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就采用这种方略［32］。不过，在整体性的格局中，两

种文学的合流也容易遮蔽其同步与错位的发展轨迹。当然，另有撰史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最后突

兀地放置儿童文学的内容，就显得更不科学了。这种现当代文学加上儿童文学的大文学史，看似内容更

为丰富，但却是机械式的叠加，无益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结构的优化。就文学史结构而言，粗暴地做加

法不是一体化的原初设想。

文学史涉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撰写文学史要做到尽量客观、真实。然而，客观真实只是相对的概

念，无法真正实现。原因在于撰史者的主观叙述无法复现和还原文学事实，结果是“文学史能够做到的

只是取得共识”［33］。这看似接近却无法达至客观真实的状态，留下的缺憾也成了重写文学史的动因。对

于中国儿童文学而言，撰史者对于“儿童文学是什么”与“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如何”的理解决

定了其文学史叙述的方案。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初稿》、唐弢的《中国现代

文学史》、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文学史著中没有儿童文学的身影，这可视为文学史家对

于现当代文学主体性的一种体认，是其新文学观与新文学史观影响的结果。作为新文学的有机部分，儿

童文学理应在整个新文学史中有一席之地，完全无视、低估儿童文学显然没有道理。问题是如何整饬两

种各具主体性的文学，重新设立秩序关系。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率先在新文学运动史中加进

了上海四大儿童书局的出版状况，开了在新文学史中论述儿童文学的先河［34］。尽管还缺乏一体化的意

识，甚至将儿童文学置于“整理国故”的背景下，但这种创见性的汇聚、打通仍有引领意义。

唯有同质才能入史，承认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同质性就确立了入史的合法性。但是，这种

入史不能遮蔽、折损、弱化儿童文学的主体性，否则儿童文学的身份必定是“寄居”和“游离”的。要摆脱

这种尴尬的境地，仍需要重拾两者一体化的意识，在历史化的场域中形成有效的联结。抛开入史的迷

雾，寻绎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具备独立写史的条件和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

来，各种版本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层出不穷，虽不足以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等量齐观，但其数量也不容

小觑。无论是独立写史，还是选择性入史，都应依循上述一体化的思路，都要顾及主体性的原则。从根

本上说，两种文学史书写都体现了撰史者关于“儿童文学是什么”或“儿童文学史怎么写”的史识。这种

史识是尊重中国儿童文学自主性为前提的，在承认儿童文学主体性时，围绕元概念梳理儿童文学发展的

脉络，总结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不言而喻，中国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坚守并不否定现当代文学的主体

性，而恰是在尊重现当代文学主体性的同时来审思儿童文学的主体性。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体化也是一

种“互为主体”的思维方法。强调在一体化过程中兼顾两种文学的主体性，是为了规避因外在语境、意识

形态的先导作用对两者关系造成的偏误。这种主体性的确认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

研究从外向内转，这对于冲破反映论的束缚，修复、回归文学性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更为关键的是，在

返归文学主体性的同时，还强化了两者关系中各自的学科自主性和文学主体性。

从学术史看，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一篇重要文献。它提出了引入价值

论的思路：“不仅肯定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而且又肯定文学是基于主体需求的一种价值形

态”［35］（P5）。克服了文学反映论的弊端后，中国文学才得以获致文学主体性。应该说，这种返归文学自

身的努力是对“人”和“文学”主体价值的高度肯定。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文

化、思想等要素的推动。如果一味地强化人的精神主体性又会衍生弱化文学主体性的隐忧，而这显然不

是刘再复此文的本义。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提出后也引起了诸多争议，问题的症结集中在文学与政

治、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秩序上。无限主体或绝对自由所带来的后遗症迫使人们再度反思文学的

主体性问题。经过论争后，刘再复也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其中最为关键的认知是“主体性应该包括主

体间性，这才是比较完整的理论”［36］。对于一体化的关系而言，提出主体性的思路是必要的，但这种主体

性不能撤除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多元共生的基石。从关系学的角度看，在承认主体性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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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关系主体的空间、话语、作用也是其应有之义。由是，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思路延伸也逐渐引起

了学界的关注。

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仅一字之差，涵义却大不一样。主体间性存在的前提是主体的复数化，单个主体

无法构成间性。存在着不同主体后才有讨论一体化、共通性的可能。搭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

的主体间性，有助于从单边向多边的关系演进，其认识论也发生了新的转换：认识一种主体能有效构成

对另一个主体的认知，其依循的逻辑是从“我”到“我们”，这实际上又从主体性回到了一体化的基点上。

儿童文学本身是一个具有主体间性的概念，内含着儿童与成人的对话沟通。儿童文学内生的“间性”是

其他文学类型所不具备的，有别于成人文学的主体间性品格。不过，儿童文学这种品格的生成如果离开

了成人文学的参照，其作为知识集的系统性、主体性也难以充盈。由此看来，即便儿童文学自带主体间

性，但其真正的主体性还要依靠他者的参照、互通，才能由“我”及“他”再达至“我们”的整体认知。

概言之，一体化是主体性的一体化，主体性需要借助一体化联动来赋义，这是一种良性的关系逻辑。

这充分表明，系统性是一体化的枢机，导致双向作用的关键是一体化与主体性归并的系统生产功能［37］。

在此系统化的运作中，两者一体化的基本特征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整体性的特征。如将两种文

学视为一个“人学”整体，其一体化关联势必会聚焦人、社会、历史等各要素的整体，而不至于成为脱离新

文学主潮的单一个体。二是相互关联的特征。要贯彻整体性的原则，就不能忽视不同要素、主体之间的

联系。对于两种文学特征的概括不能片面地由其自身来说明，而要从两者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整体来

揭示。因而，寻绎两种文学互通的关节点、连结线至关重要。三是辩证融通的特征。两种文学的一体化

不是简单的归并、替代，而是在尊重各自主体性的基础上进行会通，从而生成一种动态的机体，并在关系

场中认知两者各自的特征、规律。同时，一体化还会有主次的层级之别，这取决于研究者的立场、观念与

语境。当一体化涵纳了主体性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多元共生结构就强化了整体性、辩证性的

学理逻辑，这又可为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提供全新的理论资源与话语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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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u Xiangyu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one hundred years' development,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homogeneous with common origin and orientation. Both belonging to the "hu‐

man studies" system initiated by the new literature, the two have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integration 

and conne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supported in discourse and guided in methods by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ithout losing its subjectivit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expands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century old new literature and highlights its spiritual character of modernization and na‐

tionality. Identifying concepts and relationships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integration. In the dynamic 

historical context, to explore the joint and resources of the two kinds of literature, demarcation and fusion are 

important steps of its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correct the deficiencies and drawbacks of integration, we should 

complement its academic logic with subjectivity, enabling it to fulfill production functions as a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solutions for the overall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ast century.

Key words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tegration; subjectivity; 

historic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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